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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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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户籍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人口密度模型，探究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

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讨了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适用性，归纳总结了南京城市

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与响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

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长态势与向心式“大分散、小集中”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以秦淮河为核

心的人口集聚区一直是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的主中心；② 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

结构特征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发展阶

段；③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可归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

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位法则的共同作用结果。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设验核效果

最优，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的识别特征；④ 近百年来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历

程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缩影。南京历经百年制度变迁，城市户籍人口的“强中心”空间格

局一直保持稳定，未见逆城市化端倪。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居住中心与西方以城市规划用地功

能为基础的中心商务区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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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分布既是区域人口发展的历史积累，也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
人口地理学格外注重人口结构变化及空间分布和地域差异的演化规律[1-3]。自20世纪50年
代开始，欧美学者对城市内部及边缘区的人口分布[4]、流动与迁移[5]、数量与密度[6]、城
市化周期[7]等演化规律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人口密度作为反映区域人口分布的重
要指标，成为西方国家制定人口发展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
人口密度理论模型，如Clark模型[8]、正态密度模型[9]、单中心修正模型和多中心模型[10-13]

等。在研究主题上，从侧重人口数量的时间序列变化，转向强调人口现象与人口发展过
程的机理研究，如郊区化[14]、人口就业中心[15]、边缘城市[16]、居所流动性[17]等。

国内人口研究沿袭了欧美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将人口普查数据或迁徙数据空间
化。从研究区域来看，主要聚焦于京津冀[18]、长江三角洲[19]、东北三省[20]等热点区域，或
北京[21]、上海[22]、南京[23]、杭州[24]、深圳[25]、广州[26]等大中城市。在研究内容上，既注重
探究不同城市发展阶段的人口密度模型与人口重心迁移[27]、人口分布的自相关性和变异
性[28]、人口分布的演变特征[29]、人口规模预测[30]等，也关注“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功
能区与东西部地区的人口时空分异特征[31-33]。从研究结论看，各大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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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人口密度模型有所不同，人口空间多中心化结构与趋势的结论不一。总体上，案例总
结归纳多，演绎推理少，且多中心模型的优越性与普适性一直不能被证实[34-35]。既有跟踪
性研究尽管充分演绎与剖析了城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但受限于案例城市的数据
可获得性，研究数据主要基于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4次全国分区县人口普查数据或地级
市人口抽样数据，时间跨度集中在1980—2010年，鲜有从长时间尺度刻画城市内部人口
分布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以致尚缺乏对中国城市人口时空分布特征的连续性解释。

1928—1937年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为加强城市管理，制定了《首都计划》，保
存了完整的城市地区人口户籍资料。以南京为案例，通过获取精细尺度的户籍人口空间
数据，开展近百年时间尺度的城区户籍人口分布研究，探究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
人口时空演变规律，总结户籍人口格局的演进机制及方向性与阶段性差异，提出基于中
心地理论的多中心人口密度模型假设，改进传统密度函数，为中国城市人口和空间结构
研究提供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南京市区为研究区。为保证空间单元与统计数据匹配，兼虑城市发展时序和

区位关系，以对应年份的行政区划图为基础，构建对应年份的人口密度专题地图。区辖
所、乡镇的边界数据来源于相近年份的《首都警察厅管辖区域图》《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
城全图》。其中，1928年南京市区范围为城墙外郭以内及江北的浦口地区，面积约 157
km2。1934年南京市与江苏省划界，原属江宁县的燕子矶、孝陵卫、上新河3个乡划归南
京市，市区面积扩大至 466 km2。1949 年、1953 年、1965 年与 1936 年行政区划范围相
近，基本与2017年主城区范围保持一致①。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7年
行政区划调整幅度较大，尤其是对街道和乡镇的拆分合并，但市区范围无大幅度变动，
面积约 4733 km2。截至 2017 年底，研究区内城市户籍人口总计 463 万人，占全市的
93.1%，主要涵盖包括现今鼓楼、玄武、秦淮、建邺、雨花台、栖霞、江宁、浦口、六合
等9个区级行政单元（图1）。

1928 年、1936 年、1949 年、1953 年、1965 年、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17年研究区域分别包含 21个、92个、73个、81个、51个、166个、149个、120
个、98个、85个分驻所/街道/乡镇/公社②。1928年户籍人口数据来源于《首都户籍第一
次调查报告》，1936年户籍人口数据来源于《民国二十五年南京市户口统计报告》，1949
年、1953年、1965年户籍人口数据来源于南京市当年派出所统计年报，1982年、1990
年、2000年、2010年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 4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③，2017年城镇户籍人
口数据来源于南京市公安局《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年报表》。

① 1982—2017年，根据城市发展水平划分出内城、主城、近郊、远郊 4个圈层，5个年份的圈层划分不尽相同：1982年、

1990年圈层划分基本一致，内城为明城墙以内，主城为鼓楼、下关、白下、玄武、秦淮的城墙以外区域及建邺、栖霞、雨花

台紧靠内城的乡镇/公社，近郊为建邺、栖霞、雨花台其余乡镇/公社及原大厂、浦口两区，远郊为其他剩余乡镇/公社；

2000年、2010年、2017年圈层划分一致，内城为明城墙以内，主城为明城墙—绕城公路之间，近郊为绕城公路—绕越公

路之间，远郊为绕越公路以外。

② 文中各年份分驻所/乡镇/公社与2017年市辖区的对应关系为：1928年S1、S2区—秦淮区中部区域，1928年C1区—玄

武区南部区域；1936年第三区—秦淮区中部区域，1936年第五区—建邺区及鼓楼区南部区域，1936年第七区—鼓楼区

西部区域；1949年第二分局—秦淮区中部区域；1953年第二分局—秦淮区中部区域。

③ 文中人口统计指标主要是户籍人口，1982年前城镇人口是指市镇中的非农人口，1982年后城镇人口是指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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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标准差椭圆与人口重心迁移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SDE）基于
空间区位和结构，从全局视角，定量解释地理要素分布的中心性、方向性等特征。本文
用来揭示城市人口分布的空间特性。该模型主要包括圆心、方位角、长短轴、扁率等参
数，具体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36-38]。
2.2.2 人口分布结构指数 人口集中指数和不均衡指数能衡量人口分布的均衡特征，其计
算公式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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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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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为不均衡指数；C为集中指数；n表示行政区划单元的数目；xi表示 i 地区户籍人
口数量占人口数量的比重；yi表示 i 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比重；
U、C值越小，表明人口分布越均衡。
2.2.3 空间插值 反向距离加权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IDW）以插值点与样本点
间距离的倒数平方为权重，通过对样本点的真实值加权平均，生成插值点的估测值，该
模型有助于识别人口分布特征，其计算公式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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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为样本点数量；Z(S)是插值点S的户籍人口密度估测值；Zi是样本点 i的户籍人口
密度真实值；di是插值点S到样本点 i的距离。
2.2.4 单中心与多中心模型 Clark最早提出城市人口密度模型[8]，他认为城市人口密度随
着离城市中心商务区（CBD）距离的增加，而呈现指数衰减态势，即城市人口密度与距

注：2013年白下区和下关区分别合并至秦淮区和鼓楼区。

图1 2017年南京市区管辖范围
Fig. 1 The urban area of Nanjing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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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距离之间存在负指数或幂函数关系。本文选取了指数型、幂函数型、二次指数型
等3种单中心模型函数，建立了城市人口密度回归方程（表1），供比较遴选。

20世纪80年代，Heikkila等[41]、McDonald等[42]为解释西方都市区居住中心和就业中
心分散化导致的人口郊区化现象，假设不同城市中心的影响力或功能可以完全或部分被
代替，人口分布受多个中心影响，遂构建了多中心人口密度模型。20世纪90年代末期，
社会生态学科进一步尝试采用仿生科学理论与非参数化回归等方法，从数理机制上解释
各类模型的多样性和参数的变异性。相较于西方学者的系统分析和模拟实验，国内城市
地理学者对于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效力及空间效应解释稍显不足。本文通过识别人口分
布的空间结构特征，从地学视角检视城市人口密度回归模型，提出基于中心地理论假设
的多中心模型，并加以检验（表2）。

3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百年时空格局

3.1 户籍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历程
通过梳理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发展进程，将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演变历程

划分为5个阶段。总体来看，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
长态势（图2），1928年户籍人口数为2017年的10.74%，年均递增2.54%。其中，在发展
停滞时期Ⅱ（1936—1949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结构变动程度较大，数量呈减速衰退之
势。在近代起步时期Ⅰ（1912—1936年）、道路探索时期Ⅲ（1949—1978年）、推进城市化
时期Ⅳ（1978—2010年）、新型城镇化时期Ⅴ（2010—2017年）等阶段，南京城市户籍人
口呈增长加速之势。

（1）近代起步时期Ⅰ（1912—1936年）：南京都市区域最早产生于聚宝门④内。运送农
产品、日用品的民船码头在城南水西门、通济门、中正街等一带集结，形成交易市场，

④ 聚宝门始建于杨吴时期，曾是南唐国都江宁府和南宋陪都建康府的南门，明朝洪武二至八年（1369—1375年）扩建，

今改名为中华门。

表1 单中心人口密度模型及参数意义
Tab. 1 Population density model and the parameter

模型类别

指数型

幂函数型

二次指数型

模型名称

Clark

Smeed

Newling

公式

D( )r = aebr

D( )r = arb

D( )r = aebr + cr2

参数意义

a为城市中心人口密度理论值；b、c为人
口密度衰减斜率；r 为距离市中心的距
离；D(r)为人口密度。

表2 多中心人口密度模型及相关假设
Tab. 2 Polycentric population density model and the hypotheses

模型类别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相关假设

假设城市由多个单中心亚区组成，不同单中心的作用
是互补关系，城市内某一点受所有单中心的影响，则
多中心人口密度的对数为多个单中心共同作用之和。

假设城市由多个单中心亚区组成，不同中心作用力介
于完全依赖邻近中心(即单中心模型)和互补关系之
间，则多中心密度为多个中心共同作用之和。

基于中心地理论，强调主中心和其他次中心具有不同
的功能。所有居民都需要到高级中心去获得高等级服
务，而低等级服务在最近的次中心即可满足。对居民
而言，重要的是主中心及最近的次中心。

数理公式

ln D = a +∑
i = 1

n

biri

D =∑
i = 1

n

aie
biri

ln D = a + b1R1 + b2 R2

参数意义

D 为样本区的人口密
度；n为中心数；ri为
该区域与第 i 中心的
距离；a、ai ( i = 1, 2,
3, …)、b 为参数估计
值；R1为到主中心的
距离；R2为到最近中
心的距离 (某个次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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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与良好的居住环境使得老城南的内秦淮河两岸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
区。1929年《首都计划》中的城内新式“马路”交通干线建设付诸实施，使得城东、城
北地区得以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人口分布范围。1928—1936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从49万
人迅速增长至118万人。

（2）发展停滞时期Ⅱ（1936—1949年）：沦陷期，南京人口发展与城市建设进程受到
军事、政治因素制约而逐渐陷入低谷，经济停滞，人口衰减。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
府还都南京，与低谷时期相比，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迅速回升至近90万人。居民仍大
部分集聚在城南门东、门西及城中白下路、洪武路、建邺路一带，以空间拥挤、贫困集
聚现象为表征的“棚户居住区”日益凸显。

（3）道路探索时期Ⅲ（1949—197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南京作
为中央政府直辖市，迅速进入恢复和整顿期。1949—1965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从87万人
增长至149万人，居民主要集中在鼓楼以南的老城区、中华门和城北下关地区。社会主
义改造时期，确立了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南京在“重生产，轻生活”的指导原则下，城
市性质由消费型城市转向生产型城市，逐渐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
形成了人口迁移的制度性屏障，抑制了该阶段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结构与数量变化。20世
纪70年代起，南京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但受原有人口增长惯性影响，户籍人口自然增
长数量仍然较大。

（4）推进城市化时期Ⅳ（1978—2010年）：1978年改革开放后，南京进入稳定发展
期，工业化、城市化得到迅速推进。1982—2010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从360万人稳定增
长至 447万人。在“多中心、开敞式”跨越发展与“都市圈”的城市发展思路推动下，
建成区开始向外蔓延，区县政府驻地、近郊工业园区等地受城市规划指引，区域集聚规
模效应显著，户籍人口不断聚集。内城发展历史悠久，基础较为稳固，得益于其完善的
城市基础设施与文化底蕴，老城南地区（秦淮区、鼓楼区）继续作为城市的核心，对人
口产生了独特的吸引力，继续保持较高的户籍人口数量与密度。

（5）新型城镇化时期Ⅴ（2010—2017年）：南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南京内城用地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明显增加。2010—2017年南京城
市户籍人口增长为463万人。内城区、主城区、河西新城的户籍人口数量持续增加，“新
街口—山西路”成为南京的新人口中心。

图2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增长与城市化阶段划分
Fig. 2 Division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ages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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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
3.2.1 人口密度 1928—1965 年南京城市人口密度梯度与峰值区间较高 （图 3a~3e），
1928年的S2区、1936年的第三区、1949年与1953年第二分局内紧邻秦淮河的地区，人
口密度均超 75000人/km2。1978年改革开放后，南京城市生活与生产空间通过近邻梯度
的方式逐渐外迁（图3f~3j），以绕城公路为界，1982年、1990年外围城镇次中心人口密
度峰值点逐渐增多。2000—2017年，秦淮区和鼓楼区南部区域一直维持较高的人口密
度，2017年鼓楼区凤凰街道人口密度超过50000人/km2。

3.2.2 人口重心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重心逐
渐从秦淮区迁移至玄武区（图 4）。1928—
1965 年人口重心沿着秦淮区朝天宫街道、
鼓楼区华侨路街道、鼓楼区湖南路街道，
依次自南向北移动；1982—2010年人口重
心始终在内城西北方向的玄武区玄武门街
道内，平均迁移距离仅为0.45 km，说明城
市户籍人口分布趋于稳定；2017年人口重
心再次跃迁至玄武区新街口街道。1936—
1949年、1965—1982年、2000—2017年期
间人口重心的跃迁幅度较大。结合标准差
椭圆分析结果来看（表 3），各年份的户籍
人口集聚热点区显著，主要分布在以秦淮
河为核心的聚居区，并与外围人口次中心
结合，形成形态各异的户籍人口空间结
构，总体呈现向心式“大分散、小集中”
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1928—1953年标准

图3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密度
Fig. 3 Registered population density of Nanjing from 1928 to 2017

图4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重心迁移轨迹
Fig. 4 Trajectory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in Nanjing from 1928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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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椭圆长轴较长，扁率较大，稳定在150以
上，户籍人口轴线特征明显；1965—2017
年标准差椭圆长短轴差距逐渐缩小，扁率
较小，在 0~32间波动，户籍人口再分布的
活跃程度低，说明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
趋于均衡。标准差椭圆涵盖的中央核心区
域主要涵盖了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
建邺区及雨花台区等紧邻内城的区域。
3.2.3 人口空间结构的嬗变 从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变迁过程（图 5），
归纳总结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分异类型与特征（表4），发现，伴随城市空间与经济活
动的外延与扩张，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生长轴逐步显现。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
结构特征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
发展阶段。从户籍人口空间结构嬗变的内涵来看：1928—1965年，户籍人口空间结构藉
由发展轴（主要依托公路交通干线）的生长、拓展，分化组合，呈现出“单中心—双中

表3 1928—2017年标准差椭圆分析
Tab. 3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alysis

from 1928 to 2017

年份

标准差椭圆扁率

年份

标准差椭圆扁率

1928

158.89

1982

31.53

1936

157.18

1990

22.32

1949

159.89

2000

0.18

1953

149.82

2010

8.62

1965

4.72

2017

6.66

图5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变迁过程
Fig. 5 Transition of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Nanjing from 1928 to 2017

表4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分异类型与特征
Tab. 4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registered population of Nanjing from 1928 to 2017

年份

1928

1936

1949

1953

1965

1982

1990

2000

2010

2017

空间特征

人口主要分布在S1、S2区，集中在内秦淮河两岸

内秦淮河仍为人口主中心，下关地区的人口次中心开始萌芽

形成“下关—内秦淮河”双人口中心格局

夫子庙、鼓楼、下关等区域人口密集，形成“>”型的轴式双中心

人口集中分布在新街口、下关等区域，人口集聚区自内城向外扩散

人口集中分布在内城区、主城区和远郊外围中心镇区

人口在远郊的工业园区和镇区、近郊的经济开发区集中

人口集中在内城区、主城区及近郊，圈层特征初显

人口空间圈层性明显，内城区人口进一步集中

形成以内城区、主城区为核心的人口集聚区，向心圈层性凸显

空间结构

点状单中心

轴式双中心

飞地式复合多
中心

放射圈层式
多中心

人口轴线方向

西北—东南向

西北—东南向

西北—东南向

西北—东南向

南—北向

西南—东北向

西南—东北向

南—北向

西南—东北向

西南—东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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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空间演进特征。1982—2017年，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规制引导下，逐渐形成以
“飞地式—圈层式”为空间表征的多中心人口空间结构。

从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演化的百年历程来看，影响户籍人口空间结构嬗变的关键
因素包括：城市交通模式变革、政经制度变迁、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等。不同历史时
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

在近代起步时期Ⅰ（1912—1936年）、发展停滞时期Ⅱ（1936—1949年），城市交通模
式变革深刻地影响着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活动模式与社会空间形态，成为影响户籍人口空
间结构的主导因素。这一时期南京市区的人口增长与城市拓展模式同中国近代新式交通
创办变革阶段相互对应，以开辟中山路为标志，南京城市交通模式逐步发生变革，南京
市区逐步从依靠下关港航运、码头，依托内秦淮河贸易的封闭式地域中心，转向开放式
的商贸中心。交通模式变革对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流动和开放贸易起到重要的空间导向作
用。沿长江的轴向扩张和以内城区为主体的凸向西北“触角”式外延并举的户籍人口分
布格局初见端倪。户籍人口空间发展轴带的联系与辐射能力逐渐增强，城市现代道路开
发与延展方向与户籍人口轴线转变方向一致，户籍人口空间结构也随之从以“老城南”
为点状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向“>”型的轴式双中心转变。

道路探索时期Ⅲ（1949—1978年），南京的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规划的探
索让城市人口空间历经变局，但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与社会生产秩序的重构进一步强化
了发展轴的联结强度，现代工商服务业、市政道路设施继续发展建设。经济腹地的拓展
与交通格局的巨变，使得位于中山大道⑤关键结点的新街口成为新兴商业、文化与人口集
聚中心，户籍人口核心集聚区呈组团式近域外延扩散，双中心人口空间结构逐渐孕育，
形成近现代南京“一条轴线（中山大道）、两个中心（下关、新街口）”的城市空间
结构。

推进城市化时期Ⅳ（1978—2010年）、新型城镇化时期Ⅴ（2010年至今），户籍人口
空间格局伴随着经济制度变迁再次分化。一方面，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居民依赖
河流、水系的倾向性与必要性降低，南京城市轨道交通的修建使城市建设逐渐突破秦淮
河、紫金山和长江三大自然屏障，城市建成区扩张，人口分布范围扩大。另一方面，经
济制度的变迁对城市发展轴线、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商业与住宅区的区位选择的引导作
用愈发明显，户籍人口空间分异的市场区位指向性显著，成为此阶段影响南京城市户籍
人口区际差异与变动性的主导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下乡知识青年返城，成建制的单位
入城，大都集中在环境较差的城市边缘区 （棚户区、城中村）。《南京市总体规划
（1981—2000）》提出“圈层式城镇群体”，进一步控制城区人口规模，1985年起逐步向
城市外围3个沿江工业、交通城镇⑥（大厂区、西善桥—板桥、栖霞—龙潭）、3个镇（六
城镇、东山镇、珠江镇）以及两浦地区（浦口和浦镇）疏散。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在近郊
外围率先响应，呈现出渐变离散的“飞地”人口集聚分布特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目标后的经济转轨时期，南京经济开发区与工业园区迅速发展，近郊沿江镇区
户籍人口迅速集中，在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组织和调控下，城镇的增长极效应达到顶
峰。新型城镇化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规划进一步引领人口进行“乡一城迁
移”，南京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浦口经济开发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迅速发展，显现出以内城区、主城区及近郊经济开发区为核心区的人口集聚
效应，近郊人口受到城市规划指引，再次增长集聚，而外围城镇人口飞地斑块逐渐消解。

⑤ 中山大道是指以中山北路、中央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中山东路为骨架的城市道路系统。

⑥ 大厂区位于主城区北部，西善桥街道、板桥街道位于雨花台区腹地，西临长江，北与主城区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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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人口密度模型分析

4.1 单中心模型
基于人口单中心假设的模型数据均经非线性曲线迭代直至拟合收敛，达到10-9的chi-

sqr容差值，分析单中心人口密度模型回归系数R2和各参数值（表5）。从各年份单中心人

口密度模型的回归系数来看，3种单中心模型均能较好地解释1990—2017年南京城市户

籍人口密度随距中心距离的变化特征，R2基本稳定在0.4以上，其检验结果接近西方城市

案例研究规律[43-44]。1928年行政区划单元较少，斑块化明显，单中心模型校验性不强，

无拟合结果，不予考虑。1936—1965年R2均小于0.3，数据拟合收敛程度不足，联合假设

检验效果不佳。

从3种模型的解释效力来看。Clark模型在历年的拟合分析中效果最好，R2基本保持

在0.5~0.65之间，代表城市中心人口密度理论估计值a与实际人口密度峰值区数值相近，

代表人口密度斜率的参数b不断减小，表明人口密度随距离的衰减趋势变缓。Newling模

型的构建与解释以西方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和居住郊区化现象为基础：由于土地利用类

型的置换变迁，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出现低谷（图6c~6e），在曲线图像上呈现先升后降的

趋势，并出现密度峰值的“火山口”，分析结果显示，Newling模型回归系数R2维持在

0.3~0.6间，数值区间波动大，解释效力缺少鲁棒性，且参数a、b、c未能客观反映实际

人口密度值和斜率变动，予以剔除。Smeed模型适用于描述包括城市腹地和边缘区在内

的人口密度分布规律，然而事实上，经调整后的回归系数R2均低于0.5，结果显示拟合效

果不佳。上述分析结果与冯健等的研究结论相似：在发展中国家，以负幂指数形式为代

表的Clark模型更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规律[45]。

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区人口密度变化的单中心模型拟合二维图如图6所示，描述了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集聚区域和圈层特性。从各年份模型曲线变动趋势来看，1936—1965
年Clark模型曲线斜率较小，拟合度不高（图 6b~6e）。尽管Newling模型解释效力欠佳，
但其正态分布函数的曲线样式（先升后降）表明南京在市域尺度上，人口存在强度不一
的多中心，在外围已经形成次级人口集聚区，这与前文人口空间结构分析结果相一致。
1982年的Clark模型显示（图6f），城市户籍人口集聚在距市中心22 km以内的地区（以

表5 1928—2017年单中心人口密度模型拟合结果对比
Tab. 5 Comparison of the fitting results of population density model from 1928 to 2017

年份

1928

1936

1949

1953

1965

1982

1990

2000

2010

2017

Clark模型

R2

-
0.393

-
-

0.403

0.508

0.598

0.565

0.534

0.644

F检验

15.802

83.870

28.983

47.886

99.135

105.661

123.829

114.877

109.441

130.435

a

24737.69

74343.61

32313.02

35309.42

41421.89

44440.94

40004.44

30416.01

29313.76

45374.13

b

-1.38×10-4

-3.46×10-4

-1.22×10-4

-1.04×10-4

-1.27×10-4

-1.07×10-4

-1.28×10-4

-1.29×10-4

-1.42×10-4

-2.16×10-4

Smeed模型

R2

-
-
-
-

0.396

0.356

0.388

0.348

0.307

0.494

F检验

14.963

56.447

25.379

25.379

81.422

80.938

97.214

78.284

57.713

79.797

a

6.51×104

4.95×105

6.51×104

1.28×105

9.32×104

3.54×106

9.84×106

4.03×106

8.79×105

4.51×106

b

-0.172

-0.369

-0.172

-0.233

-0.166

-0.604

-0.750

-0.676

-0.518

-0.689

Newling模型

R2

-
0.389

-
-

0.301

0.441

0.579

0.567

0.324

0.498

F检验

-
55.698

-
-

21.914

32.132

46.860

46.942

40.553

32.840

注：“-”代表拟合未收敛或回归系数小于0.3，表明结果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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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28—2017年南京单中心人口密度模型拟合对比图
Fig. 6 Fitting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model from 1928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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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区域斜率趋缓），并随距离市中心距离增加，人口密度持续降低。1990—2017年各曲
线拐点所处区间从 22 km逐步缩小至 18 km左右（图 6g~6j），表明南京城市户籍人口集
聚中心一直维持在内城区、主城区附近，并且呈现渐进式向城市内部收缩聚敛的态势。

综上，尽管西方学者选择了诸多描述空间衰减现象的函数模型来拟合人口分布规
律，但对于以工业郊区化为导向，乡村城市化为特点，城市空间发展形态各异（同心圆
式、组团式、轴带式变迁演替）的国内大都市而言，城市人口密度的峰值点（即曲线的
峰值）并不唯一，人口密度并非沿着城市CBD向外圈层式单调对称衰减，可能存在潜在
的人口次中心与其边缘区共同构成局部的人口高密度区域。通过分析单中心人口密度模
型曲线和拟合结果可知，南京户籍人口分布的发展轴线具有方向性和异质性。
4.2 多中心模型

由于南京内城区和主城区的街道与近郊和外围乡镇的空间单元面积差距较大，若仅
依据行政区划计算人口密度梯度，或基于经验判断选择城市或就业中心位置，会导致模
型适用性降低。故参照国内外学者划分城市主次中心的方法，结合前文人口密度空间插值
结果，选取密度梯度峰值最高的分驻所/街道为各年份主中心。次中心候选项依照如下原则
选取[46-47]：① 1928年：距离主中心/各次中心间距离≥ 2 km，人口密度≥ 1.5 万人/km2；
② 1936—1965 年：距离主中心/各次中心间距离≥ 2.5 km，人口密度≥ 5 万人/km2；
③ 1982—2017年：距离主中心/各次中心间距离≥ 2.5 km，人口密度≥ 3万人/km2（图7）。

基于人口多中心假设的模型数据均经非线性曲面迭代直至拟合收敛，达到10-9的 chi-
sqr容差值，分析多中心人口密度模型回归系数R2 （表6）。从各个模型拟合结果、验核过
程及适用性分析来看，经检验后的各个年份多中心模型R2均在 0.4~0.8之间。基于模型
（1）的回归显示多中心模型的适用性整体高于单中心模型，大部分中心符合距离衰减规
律，对于1928年、1936年、2000年、2010年、2017年等5个具有人口聚集强中心的年份，
模型解释力较强。基于模型（2）的回归在实际中较难实现，拟合不易收敛，无法识别与
解释1949—1982年具有双/多人口中心的密度分布形态。因此在案例研究时，要对比、识
别显著性较低的中心，否则可能导致模型参数摄动的鲁棒性产生误偏。基于模型（3）的
回归较好检验了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设，可以基本解释南京不同历史时期的
人口密度分布，结果表明城市主、次中心的选择对密度模型有主导作用，拟合效果最佳。

图7 1928—2017年南京城市主次中心的变化过程
Fig. 7 Transition of the main and sub-urban center from 1928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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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3）的各年份回归系数变化趋势来看，1928—1936年R2从0.657降至0.412，
显示多中心模型解释力下降，表明南京在“黄金十年”⑦间，以秦淮河为核心区的人口单
中心集聚程度显著上升。1949—1982年R2均大于 0.5，拟合度较为一致，1982—2017年
R2持续增大，从0.702稳步上升至0.803。通过分析回归系数结果的变动特征，可以将R2

数值在 1949—1982 年向 1982—2017 年的突变下降跃迁、1982—2017 年的梯度渐进上
升，归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
位法则的共同作用结果。

距离衰减规律、土地与城市户籍人口数量耦合变动的异速增长效应，影响人口分形
特征，决定模型拟合效力。结合人口集中指数和不均衡指数测度户籍人口数量与城市建
成区面积的异速增长效应（图 8），1928—2017年两个指数曲线呈“W”型波浪式变动，
且趋势一致，呈现先升后降，再稳步上升的态势。在数值特征上：1949—1965年人口集
中指数和不均衡指数分别维持在0.7和0.02左右，处于历年最高数值区间，显示整体户籍

⑦ 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又称南京十年、十年建设，是指1927—1937年。此阶段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军

事、文化、教育、边疆民族政策等方面取得了若干成就，整体为近代中国较高水平。

表6 1928—2017年多中心人口密度模型拟合结果对比
Tab. 6 Comparison of the fitting results of polycentric population density model from 1928 to 2017

年份

1928

1936

1949

1953

1965

1982

1990

2000

2010

2017

模型（1）

R2

0.714

0.638

0.498

0.501

0.413

0.481

0.471

0.682

0.610

0.738

F检验

52.226

28.209

49.352

50.141

62.352

84.226

82.790

148.920

139.568

194.156

模型（2）

R2

0.680

0.340

-
-
-
-

0.699

0.707

0.604

0.727

F检验

34.766

8.009

21.057

31.992

17.063

35.402

100.587

123.587

69.045

184.332

模型（3）

R2

0.657

0.412

0.563

0.586

0.621

0.702

0.648

0.752

0.776

0.803

F检验

36.015

20.151

101.162

97.966

99.155

120.121

103.264

150.464

143.275

199.321

注：经Reduced chi-sqr的开方根缩减误差，“-”代表拟合未收敛或回归系数小于0.3，结果不显著。

图8 1928—2017年人口集中指数和不均衡指数
Fig. 8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disequilibrium index from 1928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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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分布的相对不均衡，表明在社会主义过渡期，乡城人口迁移空间自组织能力受计划
经济体制规制，城市建成区的外延拓展速率与户籍人口分布蔓延态势趋同，工业、商业
用地布局受内在秩序性规约，双中心人口结构趋于稳定。在变动趋势上：1965—2010年
期间，人口集中指数从 0.5142降至 0.4866，不均衡指数从 0.0217降至 0.0086，表明南京
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2000—2010年期间，人口城镇化率增加19.2%，而建
成区面积翻倍，相较于建成区的大幅度扩张，户籍人口迁移的空间范围和户籍人口数量
的增长幅度有限，户籍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土地开发速度。此时，以主城区、内城区为
人口密度峰值区得以显现，在模型检验特性上呈现向心集聚式的距离衰减规律。在异速
增长效应的促转之下，表现为趋向圈层式的多中心人口空间特征。

空间发展规划理念的区域边缘结构、以秦淮河为核心区域的空间极化特性，影响城
市功能布局，决定户籍人口空间分布。从历年人口主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来看，香铺营
因紧邻南京市政府驻地与江苏省政府驻地，形成行政主中心；城南一带历来为南京繁华
之地，延续商业和居住混合的传统城市中心人口集聚形态，形成商业主中心；孝陵卫镇
因大专院校的迁入，形成科教次中心；七里镇、小市镇、迈皋桥镇等因工业企业的集
聚，形成工业次中心。百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的历史演变中，人口变动和城市演替模式
以同心圆式与星状扩张为主。市场经济时期，政府与市场联合形成“增长联盟”，通过运
用级差地租，推动内城区的城市更新，使得“江南六区”⑧产生人口与资源的虹吸效应，
内城区和主城区户籍人口绝对数量并未下降，城市中心区未经历衰败和激烈的人口空心
化历程，传统的城市中心——秦淮河两岸，一直占据城市户籍人口的主中心地位。南京
的工业郊区化也并非表现为户籍人口、各类业态从城市中心区跳跃式向近郊区的完全集
中迁移，而是通过挖掘旧城潜力，拓展新区活力，呈现中心繁荣区与近域扩展式的郊区
化（近郊化）并存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新型城镇化时期，仙林副城、江北副城、河西
新城的户籍人口分布与变动协同率趋向一致，逐渐呈现主城和近郊扁平扩散的多中心化
人口景观，多中心模型验核优势明显。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 1928—2017 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长态势与向心式

“大分散、小集中”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以秦淮河为核心的人口集聚区一直是南京城市
户籍人口分布的主中心。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
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发展阶段。

（2）户籍人口自然增长和城乡人口迁移是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内生
性动源，交通方式革新引导城市空间拓展和人口轴线的衍生，在推进城市规划和经济体
制转轨过程中，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变革生产体制、优化经济结构、产业战略引领，调
整行政区划，不断重构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

（3）单中心和多中心的人口密度模型的验核显示，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
设验核效果最优，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的识别特征。在单中心模型中，Clark模型
解释力较强，在多中心模型中，模型（3）解释力较强。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可归
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位法则
的共同作用结果。

⑧“江南六区”是指长江以南、由绕城公路围合的主城区，主要涉及鼓楼、玄武、秦淮、建邺、栖霞和雨花台等6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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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演化机制与城市触媒效应在南京城市化和城镇化不同阶段的

空间表征不尽相同，内涵式增长和外延式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导致南京户籍人口空间结

构的演化呈现明显的异质性和多元性，近百年来内城区户籍人口集聚态势稳定，郊区化

仍以近郊为主体，并非统一遵循从人口单中心转向多中心的发展趋势，单中心与多中心

人口空间形态也非截然对立，而是伴随着人口与经济活动布局的变动趋于分散化，在传

统的内城区附近形成了不同功能和等级的人口次中心。

5.2 讨论

近百年来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单中心—双中心—多中心”时空格局演变历程（图9）

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缩影。对于前工业社会的中国大城市而言，由于依赖大量城外

物资和生活水源，通常在水运河道两岸形成高密度、混合居住的人口“单中心”。自古代

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发展，南京一直延续以秦淮河为核心的“强中心”人口分布格局。18

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肇始，城北下关开埠通商，使得沿江地区开始聚集大量人口。

1929年《首都计划》编制完成后，通过引入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中单一功能分区的理

念，南京开始逐渐摆脱古代都城建设的传统模式，迈向城市近代化发展道路，至此，古

代南京城市人口重心一直在城南的旧有格局被打破。

注：1920年下关商埠局编制的《南京北城区发展计划》是近代南京第一部城市规划。

图9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响应与演变机制
Fig. 9 The responding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Nanjing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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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南京处于低度城市化阶段的工业
化发展时期，区域空间发展规划从属于城市工业发展计划，呈现出工业城市的城乡布局
和空间肌理。行政中心的核心地位、单位大院的割据、商业网点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
固化了内城区户籍人口的空间集聚形态。由于计划机制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水平逐年下
降，西方学者便为该阶段的中国城市贴上“反城市”（anti-urban）的标签，称之为“逆
城市化”（de-urbanization）时期[48-50]。诚然受二元户籍结构制约，人口的等级身份与空间
秩序被定格，导致城市户籍人口机械增长停滞，但亦不可忽视同时期生育高峰带来的人
口自然增长因素加剧了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均衡发展，形塑出中国城市化与现代
化的停滞“假象”。研究显示，尽管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期城市户
籍人口自然增长态势和人口空间布局仍然稳中有进，进中育新。1978年后，在市场经济

体制下，制度环境适应经济体制变革，城乡户籍人口管理政策⑨由指令型转变为指导型，

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和在集镇落户的通告发布，使得南京逐渐打破了二元户籍桎梏，
乡村人口与外来劳动力迅速转化，向内城区外围的中心镇区集中，以城镇为载体的乡村
城市化⑩迅速推进，21世纪以来培育的以现代信息产业为骨干的经济开发区以及新城，
规划建设在主城区附近，汇聚了大量商贸、金融等服务业从业人口，为城市生长注入了
新的基因。后者经济体制与制度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城市生产功能逐渐弱化，城市消费
功能渐进升级，南京城市户籍人口主次中心再次向中心城区集中。

南京历经百年的城市转型与制度变迁后，城市户籍人口的“强中心”空间格局依
旧，“双中心—多中心”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历程则是“强”计划的空间效应。1928—2017
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密度较高的街道和人口主次中心均分布在“江南六区”，“明城墙”
地域范围始终是城市户籍人口分布与变动难以逾越的边界，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的“围城
空间景观”凸显。这与美国大城市在工业化发展时期呈现出人口与就业“单中心—多中
心”的演变规律以及逆城市化阶段的旧城区人口“弱中心”空间结构特征有较大不同。
罗马、巴黎、伦敦等欧陆城市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90年代，衰落的中心城区与无序
的郊区化并存，20世纪末以来，城市进入再城市化阶段[51-53]，人口回流，空巢及年轻家
庭、乡村人口向中心城区迁居。可见，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居住中心与西方以城市规划用
地功能为基础的中心商务区有本质区别。

本文对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了基础性研究，对户籍人口分布格局
的演变机制和空间效应进行了归纳总结，但研究尚需对交通沿革和制度变迁的演进作用
的强度与方式进行定量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将使用常住人口数据表征改革开放后南京城
市生活与生产空间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以发展轴线（如沿公路、水系、地铁）为基础地
域分析单元，测度各类空间效应、检验人口密度模型，深度剖析城市人口结构变化特征
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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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Nanjing
from 1928 to 2017

XU Di, XU Yan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registered population data, this paper examined a variety of population
density models to explore the spatio- temporal pattern of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of Nanjing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residents in
Nanjing from 1928 to 2017 showed a flat "S"- shaped growth trend, forming an extensive
dispersion with localized concentration type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the greatest in the
Qinhuai River area, which has been the main registered population center. (2)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cluded: point-single center, axis-double center, enclave
compound- multi center, and radiation- circle polycentric center. (3) The polycentric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central place theory, provided the best explanation for the feature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The registere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Nanjing was attributed to the joint action of four spatial location rules: the distance-decay law,
allometric growth effect, spatial polariz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regional-edge structure. (4) The
transitions in the city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were not a de- urbanization but a temporary
fluctuation becaus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Notable differences remained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residential center and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Keywords: city; registered population; density model; spatio- 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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